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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 年深水地平线事故发生后，在被石油污染的墨西哥湾观察到大量的“海油雪”形成，海油雪

的相关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海油雪是指石油、浮游植物、细菌黏液等组成的团聚物，能够将石油

从海面沉降至海底，对石油的风化过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海油雪的形成机制和生态效应，对于

深入认识海油雪在石油-海洋系统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物理凝聚、微生物和石油分散剂三个

方面对海油雪的形成机制展开探讨，分析了海油雪对石油风化、底栖生物毒性和其他污染物迁移转化的

影响，并结合现有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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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雪” (marine snow)是指海洋中肉眼可见

的(>0.5 mm)固体聚集物，其成分复杂包括矿物

碎屑、细菌粘液、浮游生物、排泄物等 [1–3]。

因其无定形的形状，在海洋中下沉就像雪花飘

落，所以称其为“海雪”[4]。海雪广泛分布于海

洋中，一般丰度为 0–100 颗粒 /L，沉降速度可

达 16–368 m/d[5]。海雪对海洋具有重要的作用，

可概括为：(1) 提供与水相相对隔离的微环境，

为 生 物 群 落 以 及 营 养 物 质 的 分 布 提 供 了 斑 状

性；(2) 发挥纵向传递介质作用，加快颗粒物质

垂直传输；(3) 为浮游动物和鱼类提供重要食物

来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油轮事故、管道、

钻井平台泄漏，导致大量石油被释放到海洋环境

中，在受到石油污染的海域中还会形成包含石油

组分的“海油雪” (marine oil snow，MOS)[6]。例如，

在 2010 年“深水地平线” (DWH)漏油事件发生后，

在石油钻井平台附近观察到大体积的海油雪絮

状物(>1 cm)，经过 1 个月的漂浮后，这些絮状物

沉降到海底[7]。海油雪形成对石油的吸附迁移、

生物降解等风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海油

雪形成机制及其生态效应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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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油雪形成机制 

1.1  物化机制 

海油雪形成的主要机制是物理凝聚，包括悬

浮矿物颗粒、石油油滴和絮状物、微生物以及分

泌物等的碰撞和粘附。驱动颗粒物碰撞的机制主

要是海洋湍流剪切力，适当的湍流可以引起颗粒

的悬浮并促进粒子碰撞[8]。本课题组通过辊台实验

模拟了海油雪的形成，辊台的转动提供了足够的 

旋转湍流，使得粒子悬浮，增加了悬浮粒子的碰

撞几率，促进了颗粒聚合[1]。悬浮颗粒在旋转罐子

切面的运动轨迹呈圆形，受到流体阻力(FD) (小雷

诺数 Stokes 公式 1)和与重力-浮力(FG) (公式 2)两

种力的作用(图 1)[8]。 

FD=6πμα                             (1) 

FG=V(ρ–ρf)g                          (2) 

μ 是流体粘度，α 是颗粒半径，V 是颗粒体积，

ρ 和 ρf 是颗粒和流体的密度，g 是重力加速度。 

海 洋 系 统 中 大 多 数 粒 子 带 负 电 荷 ， 根 据

Derjaguin-Landau-Verwey-Overbeek (DLVO)理论，

可以来解释这些带电粒子的碰撞和粘附。控制粒

子的相互作用是范德华吸引力(WA)和静电斥力

(ER)，当碰撞能量克服最大能势达到第一最小值，

聚沉发生，达到第二最小值时，絮凝发生[9]。非 

 

 
 

图 1.  模拟海油雪形成的辊台和颗粒物的运动轨迹 

Figure 1.  Roller table for simulating MOS formation and the motion orbit of suspending particles in 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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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VO 理论(如疏水力和路易斯酸碱作用)也在海

油雪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由于有机物质的存在，

如石油烃、分散剂、胞外聚合物，增加了表面粘

性，导致摩擦碰撞，比弹性碰撞更有效。因此，

不仅形成了更多的海油雪，而且由于动能转化为

内能而产生的热效应，使得絮凝体体积更大[1]。 

根据碰撞理论、凝聚理论和湍流力学，我们

可以推导出海油雪在湍流中体积增长的理论计

算公式如下。悬浮粒子要聚合的第一步是两个粒

子要相遇碰撞，粒子的碰撞率(E)可以由公式(3)

表示。 

E=βCaCb                             (3) 

β 是碰撞率核，与粒子大小和运动性以及湍流

剪切力有关[10]，Ca 和 Cb 是粒子浓度。若碰撞的粒

子为同种粒子，则有 Ca=Cb=C，则公式(3)简化为

公式(4)。 

E=βC2                               (4) 

在辊台模拟实验中，引起碰撞的主要是小

Kolmogorov 尺度的湍流剪切力，所以 β 可由公式

(5)计算[11]。 

β=1.3(ε/)0.5(r1+r2)
3                     (5) 

ε 为能量耗散率，ν 是运动粘度，r1 和 r2 是碰

撞 粒 子 的 半 径 。 如 果 是 同 种 粒 子 碰 撞 ， 则 有

r1=r2=r，将公式(5)代入(4)得公式(6)。 

E=10.4(ε/)0.5r3C2                      (6) 

碰撞的粒子可能会因碰撞而粘附，表现出粘

性。这里我们可以引入粘性系数 α 来表示因碰撞

而发生粒子粘附聚集的概率，则在辊台湍流剪切力

场中悬浮颗粒浓度 C 的减小可以表示为公式(7)。 

dC/dt=αE=10.4α(ε/)0.5r3C2              (7) 

对于颗粒聚合的初始阶段，颗粒浓度可以由

公式(8)进行计算[12]。 

Ct=C0exp[–10.4α(ε/)0.5r3C0t]             (8) 

C0 为颗粒初始浓度，颗粒浓度换算成颗粒体

积则得到海油雪体积增长公式(公式 9)。 

Vt=V0exp[10.4α(ε/)0.5r3C0t]             (9) 

V0 和 Vt 是在时间 0 和 t 时海雪聚集物平均

体积。 

1.2  微生物作用机制 

目前普遍认为，微生物在海油雪形成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与

藻 类 [13–18] 会 分 泌 具 有 很 强 粘 性 的 胞 外 聚 合 物

(extracellular polymer substance，EPS)，EPS 与海

洋颗粒相互作用可以大大增强其粘性系数 α，从而

促进海洋颗粒的快速聚合。EPS 以纳米纤维的形

式从细胞表面脱落[19]，自组装成胶体大小的纳米

凝胶[20]，有时能形成肉眼可见的(μm-mm)透明胞外

聚合颗粒(transparent exopolymer particles，TEP)[21]。

TEP 是粘性颗粒，可以为海洋颗粒聚合提供粘聚

力和粘性基质[22]。从组成上看，EPS 的主要成分

是糖类、蛋白质、核酸，这些大分子物质可以通

过絮凝和桥接作用引起颗粒聚集；主要官能团包

括羧基、氨基和羟基，能够通过静电和路易斯酸

碱作用引起颗粒聚集[1, 23]。 

许多实验室模拟研究以及采集海油雪样品检

测都证明了 EPS 在海雪和海油雪形成过程的重要

作用。Shanks 和 Edmondson[24]首次进行辊台实验

成功在实验室制造出了海雪聚集物，并发现细菌

粘液(胞外多糖)在海雪聚集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Suja 等[25]对海油雪进行显微镜染色观

察，发现其成分主要为糖蛋白，与 EPS 的组成相

一致，本课题组实验模拟了海油雪形成过程，发现

添加石油后的 4 d 内，溶液中颗粒数从 912±28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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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 18±3，聚集率达到 223.5/d，并且第 2 天时总

细菌数与 EPS 分别达到(2.38±0.14)×104 cells/mL、

2.59±0.17 mg/L，是不添加石油溶液的 3.2 倍和   

7 倍[1]。Van 等研究发现，从浮游植物中分离的细

菌能够产生 EPS，在无菌环境中不会产生 EPS，

表明与浮游植物相关的细菌生成了 EPS，Passow

等[26]研究发现，在没有石油存在时，Thalassiosira 

weissflogii 和 Dactyliosolen fragilissimus 硅藻在几

天内形成了 1 mm 大小的团聚物，石油的添加促进

了 EPS 的产生，导致大粒径(10 mm)团聚体的快速

形成，并且两种硅藻聚集物中分别有 65%和 50%

的碳来自于石油。表明微生物活动对于海油雪的

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石油污染的海域，大量石油烃降解微生物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占据优势 [27]。能够代

谢石油烃的主要是一些细菌，主要来自 γ-变形菌

纲 (Gammaproteobacteria) 和 α- 变 形 菌 纲

(Alphaproteobacteria) (图 2)。在富集的石油烃降解

菌中也有许多能产生大量 EPS 的细菌，比如盐单

胞菌(Halomonas)、交替单胞菌(Alteromonas)和假

交替单胞菌(Pseudoalteromonas)[14]。石油的存在不

仅为细菌的生长提供了额外的碳源和能源，导致

更多 EPS 和黏液的生成[7]。同时细菌产生的 EPS

具有两亲性，很容易与疏水性底物(如碳氢化合物)

相互作用，能够作为生物表面活性剂乳化石油，

提高生物利用度，增强石油烃和悬浮粒子的相互

作用[14,18,28–29]。 

1.3  石油分散剂的作用 

石油分散剂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和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和有机溶剂的混合物，它可以通过降低

表面张力将浮油分解成细小的液滴，从而加速石油

在水柱中的分散，增强石油组分的溶解，提高石油

的生物降解性[30–31]。几十年来，使用石油分散剂一

直是缓解海上石油泄漏影响的关键措施[32–33]。在

2010 年的“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中，作为紧急措

施，大约 210 万加仑的石油分散剂(Corexit EC9527A

和 Corexit EC9500A)施用于海面(140 万加仑)和钻

井口(77 万加仑)[34–35]。大量石油分散剂进入海洋环

境，对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的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已经成为海洋环境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36–37]。 

大量研究表明分散剂的存在促进了石油组分

在海油雪中的分配与富集。分散剂的加入降低了

油与海水之间的界面张力，促进了石油在水体中

的 分 散 [38] 。 Ramachandran 等 [32] 发 现 Corexit 

EC9500A 与油比 1:50 时，能使油在水中的分散度

提 高 68% 。 当 分 散 剂 浓 度 超 过 临 界 胶 束 浓 度

(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CMC)时，会导致更

多小油滴的形成，增加石油与悬浮粒子的碰撞几

率，促进海油雪的形成[32,34]。石油分散剂还可促

进悬浮粒子对石油组分的吸附，提高海油雪中石

油的含量。本课题组的研究发现石油分散剂体系

中，海油雪中正构烷烃(0.48 mg，9.2%)的含量几

乎是纯油体系(0.17 mg，3.3%)的 3 倍[1]。Li 等[39]

研究了分散剂 Corexit EC9500A 的添加对海油雪

中石油含量的影响，发现分散剂与石油比为 1:50

时，海油雪中石油含量提高了将近 2 倍。这是因

为分散剂或表面活性剂可以被吸附到悬浮颗粒表

面形成胶束或半胶束，通过增溶作用提高对疏水

性石油烃化合物的吸收。 

分散剂对于海油雪形成的影响存在争议，分

散剂 corexit 中烃类化合物含量高达 30% W/W，可

以作为细菌的碳源和能源，刺激大量 EPS 的产生，

促进海油雪的形成[13,40]。例如，Suja 等[25]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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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洋石油烃降解细菌进化关系分析 

Figure 2.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degrading bacteria in oceans. 

 

现，添加石油和分散剂后，海油雪在 7 d 内快速形

成，4 周后由初始的 2–3 mm 增加至 2 cm，在仅添

加分散剂时，3 d 内形成了大的(0.5–3.0 cm)白色聚

集体。本课题组研究发现，分散剂的添加导致溶

液中颗粒数 2 d 内从 934±99 减少至 18±4，聚集率

223.5/d，并且 14 d 时的总细菌数和 EPS 分别是初

始的 15.3 倍和 115 倍[1]。韩璐[41]研究发现，分散

剂与石油比 DOR 在 1:8–1:3 时，分散剂的添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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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油雪的生成量有显著影响，分形维数和 EPS 含

量均随投加量的增大先升高后下降，当 DOR 为

1:5 时，絮体的分形维数值达最大为 1.5453，细

菌分泌的 EPS 含量高，形成的海油雪最为密实。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分散剂 Corexit 在一定程度上

会减缓、减少甚至完全抑制海油雪的形成[26]，可

能是分散剂的存在影响了细菌分泌 EPS 的能力、

分散了已经形成的凝胶 [42]或通过选择分散剂而

不是石油作为底物的细菌改变了海水中的微生

物群落[43–45]。于洋[44]研究发现，分散剂的添加导

致石油污染海水中的菌群从食碱菌科、海洋螺菌

科、黄杆菌科、产碱菌科向红菌科、红螺菌科过

渡。Hamdan 等[46]研究表明，分散剂的存在显著降

低了石油烃降解菌不动杆菌(Acinetobacter)和海杆

菌(Marinobacter)的生长和生存能力。而 Baelum

等[47]则观察到 Corexit 对微生物生长没有负面影

响。造成分散剂效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与微生物群

落、石油类型、海洋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有待

进一步澄清。 

2  海油雪的生态效应 

2.1  海油雪对石油组分风化的影响 

进入海洋的石油组分将经历一系列的物理化

学生物风化过程，包括吸附、生物降解、分散、

溶解、乳化、蒸发和光降解等[37,48–49]。据估算，

2010 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导致 500 万桶的原油进

入海洋，其中大约 14%的溢油通过海油雪沉降至

沉积物中，沉淀面积达 3200–24000 km2[50]，沉积

速率至少是漏油事件前后的 4 倍[51]。海油雪的形

成导致石油从海面输送到海底，影响了石油污染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分布和循环。 

原油泄漏过程中，降解原油的细菌活性增

加，Arnosti 等[18]发现海油雪聚集物具有明显不同

于周围海水的细菌群落组成，“深水地平线”石油

泄漏期间从墨西哥湾收集的海油雪主要由石油

降 解 细 菌 解 环 菌 (Cycloclasticus) 、 海 洋 杆 菌

(Marinobacter)和产生 EPS 的盐单胞菌(Halomonas)

组成，Ziervogel 等[52]通过检测海油雪中的脂肪酶

水解活性，发现与周围的海水介质相比，海油雪

聚集体中的烃类降解率明显更高，表明海油雪为

微生物群落的生存提供了基质，促进了石油的生

物降解。Wirth 等[53]对海油雪中石油组分进行分

析，发现海油雪中 C18/phytane 的比例(1.3)低于悬

浮油滴中相应的比例(1.8)，Wozniak 等[54]采用傅

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FT-ICR MS)技术对

海油雪中石油组分进行分析，发现与原油相比，

海油雪中的石油不饱和度 DBE 和含氧化合物含

量较高，可能是细菌降解过程将脂肪烃、脂环烃

和芳香烃氧化为醇、酮、醛、内酯、羧酸等的结

果(图 3)[55–57]。以上结果证实了海油雪中微生物对

于石油组分的降解，促进了石油组分的风化。 

2.2  海油雪对底栖生物的毒性效应 

海洋泄漏石油通过海油雪沉积和絮凝堆积

(marine oil snow sedimentation and flocculent 

accumulation，MOSSFA)沉降到海底，对底栖生物

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58]，包括伤害生物个体、

增加群落死亡率以及改变群落组成结构等。底栖

生物一般是指生活在潮间带到海底表面和沉积物

中的生物，种类多样且具有一系列的生态功能(营

养循环、生物扰动和为更高的营养水平提供食物

资源等)，对海洋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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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油烃模型分子(正己烷、环己烷和苯)微生物降解示意图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petroleum hydrocarbon model molecules 
(n-hexane, cyclohexane and benzene). 
 

小型底栖生物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线虫，其次为

桡足类生物，由于小型底栖生物分布广泛、生活周

期短、对环境变化反应迅速，因此常将底栖线虫和

桡足类丰度比值(the nematode:copepod ratio，N/C)

作为评估有机富集和化学污染的指标[59–60]。研究表

明受石油泄漏污染严重地区，线虫数量上升，而

桡足类生物由于对环境胁迫敏感，数量下降 10 倍，

使得 N/C 值增加，小型底栖生物丰度增加，多样

性下降。其中海油雪沉降导致的有机富集或生物

本身对碳氢化合物的高耐受性是线虫数量上升的

主要原因[61–62]。同时，MOSSFA 事件后，海油雪

的生物降解消耗氧气，海底有机物积累增加微生

物的呼吸作用，使沉积物孔隙水中氧气减少，也

会影响底栖生物[63]。实验室研究中也证实了人工

海油雪会以极快的速度消耗氧气[64]。底栖有孔虫

是一类单细胞原生生物，遍布全球海洋，通常被

用作海洋石油污染的指标。2010 年和 2011 年初，

DWH 事件后，距井口东北方向 120 km 的两处，

底栖有孔虫的密度下降了 80%–93%，原因有可能

是海油雪沉积引起的缺氧环境导致有孔虫的生殖

或死亡受到抑制[65]。2018 年一项研究指出，大型

底栖无脊椎动物在海雪作用下存活率降低[50]。 

生物本身能动性决定了其是否能够逃脱不

利的环境，底栖生物中固着生物对于石油泄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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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影响远远大于能动的物种。DWH 事件后，

离井口 6 km 处，90%的深水珊瑚群均发现有含油

的絮凝物质，被海油雪覆盖的珊瑚表现出压力(如

产生过多的粘液、硬结增大、组织丧失)和死亡的

迹象，且暴露在高浓度海油雪的枝干至今尚未恢

复[66–68]。珊瑚生长极其缓慢，寿命长，恢复速度

缓慢，极易受到干扰，且一些鱼类和鲨鱼会将深

海珊瑚用作产卵地，海油雪对珊瑚的影响可能会

导致更大的生态系统威胁。同时，海油雪会影响

底栖鱼类，海油雪沉积导致石油中所含多环芳烃

浓度升高，其毒性会造成鱼类皮肤损伤以及多种

免疫毒性反应，如生长受损、疾病易感性增加、

幼虫存活率降低和净群体繁殖力降低[69–70]。 

海雪作为由微小的死亡有机物和活有机体结

合而成的固体聚集物，是许多浮游生物的食物来

源，石油以海雪作为媒介，被摄食后，通过食物

网在生物体内累积会增加高水平生物对石油的暴

露风险[71]。综上，海油雪主要通过摄食、微生物

活动、窒息、缺氧条件、食物网转移、鳃皮暴露

或者生物累积产生免疫毒性等途径对于底栖生物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同时，海雪

的生物降解会同石油生物降解竞争氧气，优先降

解，导致石油降解缓慢，Ziervogel 等 [72]检测到

MOSSFA 事件后，沉积物中的微生物增长率呈现

温和增长的趋势，因此作者推测，海油雪可能会

在海底停留很长时间，海油雪的长期停留，对深

海生态环境也存在长期的影响。 

2.3  海油雪对其他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 

海洋污染物除石油外，还有营养盐(以无机氮

和活性磷酸盐为主)及重金属(铜、铅、镉、锌、砷、

汞、铬)等其他污染物。海油雪对海洋中的其他污

染物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在此我们以汞(mercury，

Hg)为例展开阐述。Hg 及其化合物是一类具有慢

性剧毒的环境污染物，对生物的影响取决其于浓

度、化学形态以及生物本身特征。Hg 在水中的形

态可能为单质汞、无机汞和有机汞 3 种，海水中

由于 Cl-浓度很高，主要存在形态为 HgCl4
2-[73]。形

成过程见公式(10)和(11)。 

Hg2++2Cl–→HgCl2                    (10) 

HgCl2+2Cl–→HgCl4
2–                  (11) 

环境中，无机汞易在微生物和非微生物作用

下甲基化转化为有机汞，非微生物甲基化作用较

小，汞甲基化主要以微生物作用为主。其中，厌

氧 的 硫 酸 盐 还 原 菌 (sulphate-reducing bacteria，

SRB)被认为是汞甲基化最重要的微生物[74–75]。环

境中的 Hg2+通过微生物还原转化为 Hg0，Hg0 又可

以被微生物氧化成 Hg2+或者直接甲基化成甲基汞

(methylmercury，MMHg)，MMHg 又可以被降解

成 Hg0 或 Hg2+，进入新一轮汞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图 4)。MMHg，作为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污染物，

其毒性是无机汞的几百倍，可通过食物链生物富

集进而生物放大作用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构成

威胁[76]。 

DWH 事件泄漏石油中含汞的浓度较低，且

后续被水稀释，不会直接影响该水域的汞浓度，

其对水体中汞形态转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沉积物

沉积，海底化学成分以及微生物活性改变等方 

面[77–79]。石油泄漏导致沉积速率增加，海油雪中

的海雪对大多数离子都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而提

高水体中的汞向海底的沉积速率，使得水体中的

汞通过颗粒沉降，滞留在沉积物中[80]。随后，新

沉积的汞会同营养匮乏区域的有机物相结合，增

加该地区生物网中汞的生物累积[81]，以及同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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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汞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示意图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mercury transformation mediated by microorganisms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物中还原性硫位点结合形成络合作用极强的离子

键，增加汞的迁移[82–83]。同时，汞为沉积物时，

对水生生物毒性减弱，可能会被生物有机体还原

成单质，蒸发到大气中(图 4)。对于微生物活性影

响方面，汞和有机质的结合，会限制 Hg2+对甲基

化细菌的可用性，从而降低汞的生物积累[83]。 

MOSSFA 事件会导致海底氧化还原反应增

强，从而影响海底微生物活动。许多 SRB 都可以

参与到汞的还原、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过程，但是

研究表明只有一些有特定基因的 SRB 可以显著地

甲基化汞，促进甲基汞的生成。Perrot 等[81]研究了

受石油污染区域方头鱼体内汞的浓度，在鱼体内

发现了较低水平的甲基汞，由于在大多数鱼类，

几乎所有的汞(95%以上)都是以甲基汞的形式出

现，说明甲基汞的脱甲基和无机汞的还原程度均

高于甲基汞的生成。摄食率低和健康状况不佳也

会导致鱼体内汞的积累。DWH 事件后，鱼类的饮

食习惯也受到影响而改变，最近一项研究证明方

头鱼，作为一类以底部沉积物为食的底栖鱼类， 

受 DWH 影响，生物量下降高达 70%，且饥饿加

剧[84]。MOSSFA 导致的有机富集可以通过刺激微

生物生长来促进甲基汞的形成，也可以通过络合

减少无机汞的甲基化降低甲基汞的含量，同时络

合作用会引起汞的迁移。总的来说，海油雪会降

低甲基汞的生成，同时引起的食物网结构的变化，

会影响鱼类的摄食策略降低甲基汞在鱼体内的积

累，限制汞的生物利用度。 

3  总结和展望 

海油雪形成机制复杂，涉及到石油、分散剂、

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石油的存在为微生物的

生长提供了额外的碳源和能源，导致更多 EPS 的

生成，同时微生物分泌的 EPS 能够乳化石油，较

强粘性的 EPS 在海洋湍流环境中会通过碰撞粘附

作用促进海油雪的形成。分散剂对于海油雪的影

响存在争议，一方面能够促进石油在海水中的分

散，导致更多小油滴的形成，增加石油与悬浮粒

子的碰撞几率，也可作为微生物的碳源和能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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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刺激 EPS 的产生，促进海油雪的形成。另一

方面，分散剂会通过影响微生物分泌 EPS 的能力、

分散已经形成的凝胶、改变海水中的微生物群落

等途径抑制海油雪的形成，这可能与微生物群落、

石油类型、海洋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有待进一

步澄清。海油雪为微生物群落的存在提供了基质，

促进了其中石油组分的降解，影响了石油组分的

风化。沉降到海底的海油雪通过摄食、微生物活

动、窒息、生物毒性等途径对底栖生物产生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污染物汞的迁移转化，对生态系统

产生影响。 

关于海油雪的相关研究近几年才系统开展，

主要集中在形成机制和底栖生物毒性方面。人们

对海洋石油烃降解菌群落的演替和降解路径进行

了充分的分析，但是以海油雪为介质的研究则较

少，未来工作应该结合分子表征和基因表达技术

为海油雪中石油烃的微生物降解提供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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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cological effect of “marine oil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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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accident in 2010, a large number of “marine oil snow” (MOS) were 

observed in the oil-polluted area of the Gulf of Mexico. MOS is a kind of agglomerate composed of oil, 

phytoplankton and bacterial slime, which can sink oil from the sea surface to the seafloor and has great influence to 

the weathering process of oil.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cological effect of marine oil 

snow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marine oil snow in the oil-ocean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OS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physical agglomeration, microorganism 

and oil dispersant, and the influences of MOS on oil weathering, benthos toxicity and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pollutants are analyzed.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Keywords: marine oil snow, coagulation, extracellular polymer substance, dispersant, weathering, biological 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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